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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时也认为“故凡满洲人今皆中华民族之一员”。1从内容分析，此处所言“中华民族”很显然不

仅包括了今人所称汉族，也包括了满族等其他少数民族，实际上等同于“中国人”。因此，笔者

认为梁启超对“中华民族”概念的使用也有着一个由不准确到准确的发展过程，其本意是要描述

清朝的“国民”，也就是光绪皇帝“立宪”诏书中的“国民”，而构成“国民”主体的是自“夏人”

发端不断融合其他族群而壮大的“汉人”群体。2 

总上所述，中华大地上的族群凝聚与融合是复杂的，以上仅仅是从政权与族群凝聚关系的视

角，通过名称的演变来分析古代中国主体族群的凝聚轨迹。古代中国人早就有自己独特的以文化

特征为显著特点的划分族群的理论体系，而中华大地上出现的众多政权也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不

断地对境内的族群进行着整合。尽管存在着以政权名称称呼族群整合结果的现象，但“汉人”、

“华人”乃至“中华人”逐渐成为了对中华大地上族群凝聚主体的称呼，而清朝统治者弥合族群

之间差异塑造“臣民”（国民）的努力虽然催生了以“汉人”为主体包括其他族群在内的“中华

民族”概念的出现，但也只是完成了中华大地上众多族群的凝聚，而其内部的融合依然在延续着。 

 

 

 

 

【论  文】 

民族主义与民国制宪：“各民族一律平等”入宪考论3
 

——从吴经熊《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初稿试拟稿》到“五五宪草”的考察 

 

娄贵品4
 

 

摘要：从吴经熊《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初稿试拟稿》到“五五宪草”的发展历程来看，“各民族一

律平等”入宪并不十分顺利，且经历了两次内容的变更。其一度被删是因为宪法草案起草委员会

初稿主稿委员焦易堂认为其与“人民一律平等”条重复，及傅秉常担忧其对中华民族造成分化。

而其得以入宪及被修改的依据，均是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。时人互相批评，赞成或反对“各民

族一律平等”入宪，对条文的修改与解释等，主要源于各自对孙中山民族主义的理解与取舍。 

关键词：民族主义 民族平等 中华民国宪法草案 孙中山 

 

在中国史上，“各民族一律平等”入宪始于南京国民政府制宪活动中的吴经熊《中华民国宪

法草案初稿试拟稿》，至 1946 年 12 月国民政府制定的《中华民国宪法》对之予以明确规定，此

中过程非常曲折复杂，亦非常重要，涉及各方对民族主义、孙中山民族主义的理解，各方对国内

族群关系的历史、现状及未来理想方向、中国的现实和未来国家建设目标的认识与思考，各方对

中国宪政设计如何借鉴外国经验、体现民族主义并兼顾中国实际的考虑，各方对国家统一与发展、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梁启超：《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》，《梁启超全集》（第 12 卷），北京出版社 1999 年版，第 3435 页。 
2 或许是看到了这一点，顾颉刚先生在 1939 年的《益世报》《边疆周刊》上发表《中华民族是一个》（《益世报·边

疆周刊》第 9 期，1939 年 2 月 13 日）再次对“中华民族”的来源与内涵进行阐述，惜后人并没有从学理上给

予关注，而是将其看作为在中华民族危亡时局下学者“爱国”的表现。费孝通虽然不赞同顾颉刚先生的观点，

但其在建国后则撰写了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》，应该说是从另一个角度继承和发展了顾先生的观点。 
3 本文刊载于《      》第  期。 
4 作者为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历史系副教授，主要从事近代中国民族史与边疆史研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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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华民族的团结与整合、国民的国家认同与中华民族认同的关心等重大问题。本文限于篇幅，先

梳理从《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初稿试拟稿》到“五五宪草”的情况。 

一、 

“九·一八”事变、“一·二八”事变后，民族危机空前严重。1932 年 12 月，国民党四届

三中全会通过“集中国力，挽救危亡”案，责成立法院迅速起草宪法草案，以备国民讨论，并于

1935 年提交国民大会，正式议决颁布。
[1]
  

1933 年 1月，孙科就任立法院院长，领导宪法起草工作。立法院先按规定成立了宪法草案

起草委员会（以下简称宪草委员会），然后，一面登报并分函征求国人对于制宪的意见，一面由

立法院编译处翻译各国宪法，以备起草之参考。委员会于 2月 9日至 23 日开会 3次，先后决定

宪法起草程序、分组研究、拟具起草要点。
[2]
 

关于宪草初稿的起草，孙科先后指定张知本、吴经熊、傅秉常、焦易堂、陈肇英、马寅初、

吴尚鹰 7人为初稿主稿委员，依委员会所决定的起草原则从事起草。主稿委员推定吴经熊担任初

步起草工作。吴先生于1933年 6月7日完成《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初稿试拟稿》（以下简称《吴稿》），

全文分为“总则”、“民族”、“民权”、“民生”、“宪法之保障”五篇，共 214 条。第一编“总则”

第四条规定“中华民国人民无男女、种族、宗教、出生、阶级、职业之区别，在法律上一律平等。”

第二编“民族”第一章“民族之维护”第九条规定“国内各民族均为中华民族之构成份子，在政

治上一律平等。”第十五条规定“国内之弱小民族，应扶植之，使有实行自治之能力与充分发展

之机会。”
[3]
第四条是《中华民国临时约法》“人民平等”条的延续与发展。第九条源于《中国国

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》，是中国史上“民族平等”、“中华民族”入宪之始。第十五条则

是《建国大纲》第四条继《太原扩大会议约法草案》之后，再次入宪。6月 8日，吴氏以个人名

义发表，征求意见。《吴稿》发表后，立法院收到各方意见评论共二百余件。 

时人对以上条文的批评主要包括两个方面。内容方面，对第十五条“评论特多，佥以为国内

民族既于第九条中，规定于政治上一律平等，复何来弱小强大之分？更何有扶植与被扶植之界

限？此种规定，立意实未妥善；不特民族间有分彼此区别之划痕，抑背乎民族主义之微旨。”技

术方面，“多数论者，每谓第四条、第九条、第十五条实相互矛盾，既规定民国人民法律上一律

平等，民族为民国人民所组成，其组成之分子，在法律上既已平等，其集合之民族整个间，复何

能不平等；是实重复而多制定无用之条文。且民族间既于法律政治上俱平等矣，则国内尚有何弱

小民族之可言，故第四条与第九条为重复而与第十五条则矛盾”。
[4]
  

除《吴稿》外，初稿主稿委员张知本、陈肇英，立法委员陈长蘅亦各拟有初稿条文。张知本

拟《中华民国宪法草案》第二章“民族”第八条规定“中华民国各种族，基于自由意志，永久为

巩固之结合。各种族之自治力较弱者，国家应扶助其自治。”
[5]
张氏在阐述“现代宪法中之平等

权”时这样解释“种族平等”：“在封建社会，其经济上是封锁的自足自给之社会。彼时所有许多

不同之种族，均系各个孤立，而分裂为许多侯国，彼此之间，极相歧视，常在封建诸侯指挥之下，

曾演出相互间不少之战争。迨资本主义勃兴后，因商品交换关系之扩张，遂由民族统一运动，而

形成所谓民族国家。所谓民族者，是包括历史言语地域等相同之各种族而言也。如意大利民族国

家，是由罗马人，日耳曼人，邪突拉斯干人，克利西亚人，阿拉比亚人等而成立，法兰西民族国

家，是由加利亚人，罗曼人，基特人，日耳曼人等而成立。此外如英吉利，德意志等民族国家，

亦无一非由种种不同之种族而形成。”“现代国家，其组成之分子，既有许多不同之种族，其在法

律上之权利义务，自然非使之一律平等不可。故在宪法上有种族平等之规定。”
[6]
张氏既认为现

代民族国家或现代国家层面的民族包含国内各种族，所以在指称构成中华民族之族类时使用的是

“种族”，而不是民族。“基于自由意志”来源于《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》，所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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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来有人评论说，张氏宪草第八条“特别提出‘基于自由意志’，为能得中山先生的真意。”
[7]
“各

种族之自治力较弱者，国家应扶助其自治。”来源于《建国大纲》第四条，但有改动和删减，说

明张氏对《建国大纲》关于国内民族主义的规定并不完全赞同。陈长蘅拟《中华民国宪法草案》

第一章“总纲”第一条规定“中华民国永为统一共和国。由汉满蒙回藏五族及国内向有历史关系

之各民族共同组织之。国内各民族均为中华国族不可分离之构成份子。应本共存共荣之原则，各

尽保国保种之义务。”
[8]
这是“中华国族”入宪之始。陈氏在强调中国由各民族共同组成的同时，

着重指出各民族同属中华国族且不可分离，充分注意到部分（各民族）与整体（中华国族）的关

系，突出中华国族的整体性与统一性，维护和巩固中华国族的团结与整合的意图极为明显，尽管

没有规定民族平等，但其深谋远虑，颇为罕见。陈肇英拟稿未涉及国内民族关系。
[9]
  

《吴稿》发表后，孙科即指定主稿委员 7人就其从事审查，由孙作主席，各主稿人都为审查

员，另特请宪草委员会委员林彬、史尚宽、陈长蘅、吴尚鹰、卫挺生列席审查。自 1933 年 8 月

31 日至 11月 16 日，以《吴稿》为底本，参考陈肇英、陈长衡及张知本拟稿，并充分采取外边

各界所来的意见，逐条审查
[10]

，拟成《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初稿草案》。 

其中，1933 年 8 月 31 日，宪草委员会初稿主稿人审查第一次会议召开，《吴稿》第九条经

议决删去。其原因，一是焦易堂“说本条规定重复，因为第四条已规定”，二是傅秉常“说若有

本条之规定，则本来没有区别的，倒有了区别。”吴经熊则坚持“本条（第九条——引者）不可

删去，因第四条乃以个人为单位，此则以民族为单位。”
[11]

  

法学界也有人反对删除，如巴黎大学法学博士、时任武汉大学法学院院长的周鲠生教授说：

“吴稿于民族编中规定国内民族及国际关系之原则，而现今草案则将这类条文完全摈弃。本来宪

法中不必特设民族一编，而关于民族对外关系的条文，亦可不必如吴稿之繁琐；不过吴稿将中国

民族主义及现世国际趋势纳入宪法之原意究大有可取。我们以为中国宪法至少应当在总纲或其他

适当的部分，将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及中国屏弃战争，遵行国际公法，遵守国联义务之宗旨，

定为宪法的根本原则。固然这类条文，在他国宪法中多半也属空文，无裨实际，但是我们要证示

民族主义之实在性及使中国宪法合于现代国际的趋势，则究竟亦宜将它们采入宪法。”
[12]

  

《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初稿草案》拟成后，即提交宪草委员会讨论。委员会自 1933 年 11 月

30 日至 1934 年 2 月 23 日，将初稿草案逐条讨论，修正通过，定名为《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初稿》。 

 

二、 

 

1934 年 3月 1日，立法院将《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初稿》刊布并印送各方，征求意见。此后，

各方贡献意见者甚为踊跃。立法院于三月间，指派立法委员傅秉常等 30 余人为宪草初稿审查委

员。经第一次审查会议，推定傅秉常、陶履谦、林彬为初步审查委员，整理各方意见。意见书及

评论采集后，先由指定人员签拟去取，并就每篇中与宪草某章某节某条或宪草全部有关各点，分

别加以标识，于开会时汇送初步审查委员共同覆核。其决定采印之意见书，仍随时发交指定人员

分任摘要工作。一面油印分送各审查委员参考。
[13]

又于第二次审查会议，议决全体审查委员分为

九组，参照各方意见，分别拟具修正案，提会讨论。自 6月 13日至 6月 29 日，对各组所拟修正

案详加讨论，分别增删修改，全部审查整理完毕，定名为《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初稿审查修正案》。
[14] 

 

《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初稿审查修正案》共 12章 188 条，较初稿增加 28条，章节名称均稍有

增减变更。第一章仍为“总纲”，添第五条，条文为“中华民国各族，均为中华民族之构成分子，

一律平等。”
[15]

这一条的添加与西南政务委员会及周鲠生有关。立法院决定采印的与新增第五条

有关的意见，分别是西南政务委员会及周鲠生提出来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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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向西南各当局征求对宪法草案意见起见，孙科特派时任立法院经济委员会委员长、立法委

员的广东人吴尚鹰携稿前往粤桂。
[16]

吴氏 1934 年 3月下旬出发，5 月 24 日返回南京，所带回之

西南方面的意见书，“关于民族方面者”为：“总理提倡之民族主义，所以异于狭隘之国家主义者，

一方面自求解放，一方面承认各民族之自决，故其进展之范围，只维持自己民族之独立生存，必

不致牺牲牠民族之自由权利。建国大纲第四条指示：‘对于国内之弱小民族，政府当扶植之，使

之能自决自治，对于国外之侵略强权，政府当抵御之，并同时修改各国条约，以恢复我国际平等，

国家独立。’即本此旨。今宪法草案，既于第一条表示‘中华民国为三民主义共和国’，而关于民

族之规定，除领土国籍国旗及‘人民……在法律上一律平等’等，各国宪法所同有之条文而外，

并无其他专条，不特国内各民族间之关系不明，即对外关系之基本原则亦付阙如。总理在本党第

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所郑重声明之民族主义意义，直无所表见，内无以资政府与人民之循守，

外无以遏帝国主义之野心，将何以保证民族主义之实现，此重大之疏漏，宜根据总理遗教补订条

文者也。”
[17]

 

据立法院对意见及评论的摘要，西南政务委员会《对于宪法草案初稿之意见》主张“关于民

族方面，宜根据总理遗教，补订条文。”理由是“宪草既于第一条表示‘中华民国为三民主义共

和国’，而关于民族之规定，除领土国籍国旗及‘人民……在法律一律平等’等条文而外，并无

其他专条；不特国内各民族间之关系不明，即对外关系之基本原则，亦付阙如。”周鲠生《宪法

草案评》认为，“中国宪法，应在总纲或其他适当的部分，规定中国境内，各民族一律平等，及

中国屏弃战争，遵行国际公法，遵守国际义务之宗旨，为宪法的根本原则。”理由是“因为我们

要证示民族主义之实在性，及使中国宪法，合于现代国际的趋势。”
[18]

  

两相对比，新添条文没有像《吴稿》那样明确中华民族的构成分子是“民族”，而是笼统地

称“族”，也没有《吴稿》“在政治上”四字。不用“民族”二字，与时人担心引起分化的批评有

关。不用“在政治上”四字，也与时人的批评有关。
1
可见前述周鲠生“吴稿将中国民族主义……

纳入宪法之原意究大有可取”的意见已被采纳。因此，周鲠生《评宪法草案初稿审查修正案》
[19]

没有再对第五条提意见。时任江苏江宁地方法院首席检察官
[20]

的法国巴黎大学法学博士孙绍康也

说，修正案于总纲中加了第五条，以示民族主义的意义。
[21]

但仍不乏反对之声，如时任国民政府

立法院立法委员的芝加哥大学法学博士梅汝璈说，修正案新增第五条“既为孙先生民族主义涵义

所应尔，我们对于牠的命意自不应有所訾议。惟弁言中既有‘遵照……孙先生之遗教’，第一条

复有‘中华民国为三民主义共和国’，则此种条文有无画蛇添足之嫌，仍属疑问。”
[22]

 

 

三、 

 

《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初稿审查修正案》于 1934 年 7月 9 日在报纸披露。自 9月 21日至 10

月 16 日，立法院开会审议，逐条讨论，将全案重加修正，三读通过。是为立法院第一次议订之

《中华民国宪法草案》，于 1934 年 11 月 9 日呈报国民政府。 

其中，1934 年 9 月 21 日下午，立法院开第三届第 68 次会议，讨论宪法草案。对于第五条

“中华民国各族均为中华民族之构成分子，一律平等”，立法院第三届立法委员周纬认为，“弁言

中有‘孙先生之遗教’一语。又此案为历来宪草及约法所无，本条全文可以删去。”陈长蘅则说：

“原文‘各族’二字不能有精确之指示，应加入‘民’字。又‘中华民族’应改为‘中华国族’。

总理在民族主义上说，中华民族即中华国族。”旋经主席孙科提交大会表决，结果大多数赞成将

本条条文改为“中华民国各民族，均为中华国族之构成分子，一律平等。”
[23]

陈先生后来说：“宪

草第五条明定‘中华民国各民族，均为中华国族之构成分子，一律平等’。实深合国父所倡民族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关于各方对《吴稿》“民族”编的意见，另文详论。 

http://laokan.dachengdata.com/viewtext/view.action?biaoshi=28744194&pagenum=82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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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义之精神。条文内‘中华国族’四字乃笔者参加宪草初稿审查时，提议依据民族主义第一讲，

将初稿之‘中华民族’四字修改而成，与英文‘哪逊’（Nation）之字义相当。犹忆从前英国驻

美大使布莱士（Bryce）所著美国的民主政治一书中有云：‘美国宪法之颁布，使美国民族变为一

国族’。布莱士将美国民族自宪法公布之日起尊称为国族，其含义与笔者主张将宪法初稿之‘中

华民族’改称为‘中华国族’之用意完全相同。所谓‘国族’，系基于王道的自然结合而且兼有

领土与主权之民族。‘中华国族’一语是将中华民国领域以内向有历史关系之各民族皆包括在内，

非独表示各民族之一律平等，而且表示各民族之不容分离。邹海滨先生所著中国国民党史稿中说：

‘民族主义首讲提倡“国族”，更明了中国境内民族之平等而不容分割’。”
[24]

陈先生的回忆有误，

其时他参加的是修正稿审查而不是初稿审查，但更具体地说明了其提议改“各族”为“各民族”，

改“中华民族”为“中华国族”的考虑。由此也可了解陈先生拟《中华民国宪法草案》规定“中

华民国永为统一共和国。由汉满蒙回藏五族及国内向有历史关系之各民族共同组织之。国内各民

族均为中华国族不可分离之构成份子。应本共存共荣之原则，各尽保国保种之义务”的用意。所

以，立法院第一次议订之《中华民国宪法草案》第一章“总纲”第五条变为“中华民国各民族，

均为中华国族之构成分子，一律平等。”
[25]

  

但是，反对者仍不乏人。1934 年 11 月 20 日，国立清华大学政治系教授浦薛凤表示“有枝

节一二点愿提请研究宪草案者注意”，认为“第五条‘中华民国各民族均为中华国族之构成份子

一律平等，’似可删去。盖‘国族’一词不免费解，而民族之区分不必在血统，宗教，语言文字，

或生活习惯。主观的心理恐为构成民族之主要的，不可或缺的条件。以吾国目前边疆之形势迫急，

以民族自决原则之有正反两面，而必自认吾国为数民族所构成而不曰中华民族单独所组织之国

家，实值仔细考虑。按第一百四十三条所云‘中华民国之教育宗旨在发扬民族精神……’，所谓

‘民族精神’究竟指一个抑指数个？如改为‘发扬国族精神’则逻辑的困难可免，然而‘国族’

一词恐难成立。”
[26]

浦氏的看法涉及到“国族”、“民族”的概念及民族自决、民族认同问题，但

未说明“国族”一词如何费解及何以难以成立。在民族概念的客观特征论和主观认同论之间，他

显然倾向于主观认同论。鉴于“吾国目前边疆之形势迫急”，明显赞同只有中华民族具有自决的

权利，中国为中华民族所建立。希望通过加强对中华民族的认同，塑造国民同属一个中华民族和

中华民族国家的心理，维护国家的团结和统一。 

 

四、 

 

1935 年 10 月 25 日和 1936 年 5月 1日，立法院又两次完成议订《中华民国宪法草案》。1936

年 5月 5 日，国民政府明令宣布第三次议订稿，是为“五五宪草”。“五五宪草”第一章“总纲”

第五条条文维持立法院第一次议订稿。 

关于“五五宪草”第五条，官方解释说：“国内各民族之平等，为‘民族主义’重要涵义之

一，故特著为专条。汉，满，蒙，回，藏等民族，分之则为各民族，合之则为整个之‘国族’。

各民族相处，必有平等互助之精神，斯国族之团结，方足以期其巩固。如强分轩轾，则此疆彼界，

猜忌立至。自身之纷扰且不可免，更何能望其一致对外乎？”针对批评，又特别说明“本条规定

之平等，以民族为单位，与第八条之以个人为单位者不同。以民族之立场言，有民族之平等；以

个人之立场言，又有人民之平等：二者固非尽同也。”
[27]

所谓“以民族为单位”“以个人为单位”

的思路，来源于吴经熊。金鸣盛这一代表官方的解释，是比较接近拟稿者的本意的。金氏 1923

年毕业于浙江省立法政专门学校政治经济系。
[28]

原在浙江省民政厅工作，由于 1930 年出版《五

权宪法创作论及试拟案》
[29]

，被征召调到立法院担任宪草会的纂修。“五五宪草”的起草，金氏

始终参与其间。
[30]

孙科称金氏“研究五权宪法颇具细心，起草时曾资为襄助。凡讨论之经过及立

http://book.duxiu.com/bookDetail.jsp?dxNumber=000005892080&d=2AD15EB2FE3430776710D383F15DAE40
http://book.duxiu.com/bookDetail.jsp?dxNumber=000005892080&d=2AD15EB2FE3430776710D383F15DAE4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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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旨趣，知之颇稔。”
 [31]

金先生则自白：“立法院拟订宪草，曾数度广征国人意见；不佞躬与纂

述，尤感五权理论之未尽阐扬，每为国人所误解。草案既成，自不可无详明之解释，以为‘随时

宣传于民众’之具。用就草案原文，依立法旨趣，逐条系以诠释。……至条文涵义不甚明显，亦

无会议纪录足资参证者，则必就询原主稿人，然后下笔”。
[32]

所以立法院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宣传

委员会编《中华民国宪法草案说明书》对第五条的说明：“民族主义之目的，对外在求国家之平

等，对内在使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。中华民族，系由汉、满、蒙、回、藏……等族所构成，分而

言之，则为‘各民族’，合之则为整个之‘国族’。国父曾言‘在中国，民族就是国族’。故特著

为专条，以期中华民族之构成分子，而示民族团结平等之精神也。”
[33]

仍然沿袭了金先生的解释。

这一解释成为此后坚持或赞成“民族平等”入宪者的充分理由，“各民族一律平等”能够最终在

1946 年 12 月制定的《中华民国宪法》中得到明确规定，与此关系甚大。 

 

五、 

 

综上可见，从《吴稿》到“五五宪草”，“各民族一律平等”入宪并不十分顺利，且经历了两

次内容的变更。其一度被删除，是因为宪草委员会初稿主稿委员焦易堂认为其与“人民一律平等”

条重复，及傅秉常担忧其对中华民族造成分化。而其得以入宪及被修改的依据，都是孙中山的民

族主义思想，问题在于各方对孙中山民族主义的理解。其中，西南政务委员会、周鲠生、陈长蘅

起了关键性作用。孙中山晚年的民族主义思想，主要体现在《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

言》《建国大纲》和《三民主义》中，但它们之间的参差互异之处，所在多有，后人或理解各异，

或各取所需，或仅取部分而不顾其余，或糅合所有而无视其矛盾。时人互相批评，赞成或反对“各

民族一律平等”入宪，对条文的修改与解释等等，大都与此紧密相关。可见，孙中山民族主义思

想对南京国民政府制宪的影响之大。当然，时人的知识来源也不完全局限于孙中山的民族主义，

还有民族主义。同时，各方在知识来源及认识与理解、主张不尽相同甚至完全相反的背后，又都

有促进中华民族团结与整合，避免分化与分裂的良好愿望。 

就全面抗战前的情况而言，关于“各民族一律平等”入宪的讨论，已涉及到对民族形成的理

解、中华民族、中华国族等概念的入宪与解释、民族平等与人民平等是否重复、中华民族或中华

国族由人民（或国民或公民）组成还是由民族组成、中国的国家性质是多民族国家还是单一中华

民族国家等重大问题，须继续讨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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